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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国制度安排与高技术产品出口：基于引力模型的研究 

潘向东  廖进中  赖明勇 

[内容提要] 以往关于制度因素对贸易流量影响的研究，只停留在对单个制度变量探讨的层面上，为弥补这种不足，本文

采用CES函数，推导了包含制度安排变量的引力模型，然后采用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和巴西高技术产品出口的面板数

据检验了该引力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就制度安排总体而言，美国和日本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对进口国制度安排的敏感性要

高于中国、韩国和巴西，五个国家对进口国非正式约束制度安排的敏感性均较强；就各项制度安排而言，美国和日本的高

技术产品出口对进口国正式约束的制度安排影响的敏感性相对较强，而中国和巴西对进口国实施特征方面的制度安排影响

的敏感性相对较强。同时各项制度安排对不同国家不同大类的高技术产品的影响表现出很强的相异性，这反映了各国各大

类高技术产品出口各自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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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文献概述 

    自Tinbergen（1962）和 Poyhonen（1963）从计量的角度提出运用牛顿物理学中的“引力定律”来研究国家间双边

贸易流量的引力模型以来，经济学家一直没有停止过寻求它的理论基础。Linnemann (1966)试图从瓦尔拉均衡系统寻求

其理论解释，但在瓦尔拉均衡模型中，贸易流量包含了太多的解释变量而背离了引力模型的初衷；Leamer与 Stern

(1970)以Savage与 Deutsch(1960)的交易模型为基础来推导引力模型，可惜他们并没有把他们的模型与经典贸易模型联

系起来；Leamer(1974)在计量分析中用引力模型和赫克歇尔-俄林（H-O）模型一起去分析解释变量，却没有整合两者相

近的理论。 

    Anderson（1979）在假设贸易产品的差别性前提下(“Armington假设”，Armington,1969)，运用柯布-道格拉斯

效用函数和CES效用函数推导了引力模型。Bergstrand(1985)遵从Anderson的思路，运用CES效用函数推导了包括价格指

数的双边贸易引力模型，同时他运用经验数据检验了商品非完全替代假设。在他们的模型中距离对贸易的影响为负，同时

假定交易成本像“冰山”一样，在运输过程中会“融化”，从而得出交易成本随距离的增加而增加，但交易成本与距离之

间实际关系直到1999年才由Hummels（1999）做出强有力的证明。Deardorff(1998)仍遵从Anderson（1979）的思路，

以H-O模型为基础，推导了无贸易壁垒和有贸易壁垒情况下的引力模型，并得出两条重要结论：简单的引力模型能从一般

的贸易理论模型中推出；由于引力模型具有许多贸易模型的特性，可以用引力模型来检验那些模型（如垄断竞争模型）。

Eaton和 Kortum(1997)则遵从Dornbusch等 (1977)的思路，以李嘉图模型为基础，推导了包含技术水平和工资的引力模

型，由于该文主要是以引力模型为基础来探讨技术创新对贸易的溢出效应，所以它没有对包含贸易壁垒等变量的引力模型

进行深入分析。 



    Helpman（1987）利用引力模型与垄断竞争模型的一致性，把引力模型的经验结果作为支持垄断竞争模型的经验证

据。Bergstrand(1985)则运用垄断竞争模型来推导引力模型以取代以往运用“Armington假设”的推导，从而使引力模

型的理论基础实现了从新古典贸易理论向新贸易理论的跨越。研究者们为使引力模型的拟合程度与现实更加贴近，在引力

模型的基本框架下，把一些影响贸易流量的经济变量或虚拟变量逐步地纳入回归方程，这些变量主要包括：人口和领土

(Linnemann, 1966)，开放度(Lawrence, 1987)，区域性贸易协议(Frankel et al.,1997)，边境(McCallum, 

1995)，语言(Frankel and Wei, 1993)，货币联盟及殖民关系(Tesar and Werner,1995)，环海及债权谈判(Rose, 

2002)等。在这些变量中除边境变量得到了Anderson和Wincoop(2003)强有力的证明之外，其他变量的纳入并没有得到理

论支持。而开放度、区域性贸易协议、边境、语言和环海等变量对贸易的影响主要是改变了贸易的交易费用，而贸易的交

易费用高低主要取决于各国的制度环境（杨小凯、张永生，2001）。 

    由于制度安排难以量化，后续研究者并没有把制度安排这一重要因素系统化的纳入引力模型来进行研究。这些变量的

缺乏，会使我们对现实的解释，特别是对高技术产品贸易的解释显得乏力。本文将沿着Anderson和Deardorff的思路进一

步深化，把制度安排变量纳入模型，然后用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和巴西近六年来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数据检验制度安排

对一国出口流量的影响。 

    二  引力模型  

    ......

    三  模型检验 

    ......

    四  结  论 

    尽管一些研究者将一些制度变量（如语言）纳入引力模型之中进行了回归分析，同时也尝试了把一些虚拟变量纳入理

论模型进行探讨，但他们并没有把制度安排这一变量纳入理论模型之中,并进行系统的回归检验。本文尝试性的把这一变

量纳入理论模型，并采用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和巴西高技术产品出口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进口国的

制度安排对两国间高技术产品贸易的影响是显著的。从纳入模型方面来说，本文是从影响两国间贸易的交易费用的角度分

析制度安排对一国商品出口的影响，并没有考虑一国制度安排对该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情况又会影响两国

间的贸易流量。在把制度安排变量纳入模型并进行经验分析时，本文考虑的是进口国的制度安排对出口国高技术产品出口

的影响，并没有考虑出口国的制度安排对该国出口的影响，这种影响肯定很显著，其程度如何值得后续研究者作进一步的

探讨。 

    一国的制度结构是由具有不同地位和作用的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以及它们的实施机制耦合而成的制度体

系，是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的。本文把各项制度安排纳入统一回归方程，比较它们对五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探讨各

项制度安排对各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绩效作用是否存在差异。回归结果显示，尽管各项制度安排在各国高技术产品贸易中

的功能存在相似性，即降低交易费用和减少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但它们对各国高技术产品贸易的绩效作用却存在很大

的差异。就制度安排总体而言，美国和日本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对进口国制度安排的敏感性要高于中国、韩国和巴西，五个

国家对进口国非正式约束制度安排的敏感性均较强。具体而言，美国和日本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对进口国正式约束的制度安

排影响的敏感性相对较强，而中国和巴西对进口国实施特征方面的制度安排影响的敏感性相对较强。这就为我们在制订中

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策略提供借鉴，就短期而言，应该更注意交易国的实施特征方面的制度安排，就长期而言，我们应注重

本国制度环境的改善，特别是正式约束方面的制度安排的改进。 

（截稿：2005年5月责任编辑：宋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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